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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青藏高原高寒草地不同放牧强度区设４个试验样地，分别为原生草甸（ＮＭ）、轻度退化草甸

（ＬＭ）、中度退化草甸（ＭＭ）和重度退化草甸（ＨＭ），监测草地温室气体通量。结果表明：不同放牧强度

对草地温室气体通量影响显著，放牧活动对高寒草甸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植被上，而土壤环境的变化比较

迟滞。通过逐步回归分析和因子拆分得知，草甸甲烷通量影响较大的环境因素为土壤紧实度和有机质，

分别能解释４４．６％和２８．４％的总变异，ＣＯ２ 通量影响较大的环境因素为紧实度和生物量，分别能解释

３６．１％和３２．８％的总变异，氧化亚氮通量影响较大的环境要素为紧实度和有机质，分别能解释５０．１％

和２２．９％的总变异，家畜的践踏作用使退化草地紧实度增加，进而引起温室气体通量的改变，高寒草甸

退化演替发展到重度退化阶段时释放大量温室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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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对大陆和多数海洋的观测证据表明，自然系

统正受到区域气候变化，特别是受到温度升高的影

响［１］。ＣＯ２，ＣＨ４和Ｎ２Ｏ是３种重要的温室气体，自工

业革命以来３种气体在大气中的含量急剧上升。目

前，ＣＯ２，ＣＨ４和 Ｎ２Ｏ 的浓度年增加量分别为１．５

ｍＬ／ｍ３，４μＬ／ｍ
３和０．８μＬ／ｍ

３［２］。ＣＯ２的温室作用占

总温室效应的５０％［３］，ＣＨ４贡献了２０％的温室效应，

并且 ＣＨ４和 Ｎ２Ｏ 百年增温潜势是 ＣＯ２的２３、２９６

倍［２］，量小但是其造成的增温效应严重。已有的研究

显示气候变化（模拟温度和降水改变）能够显著的影响

生态系统Ｃ、Ｎ的循环，同时又反馈给正在发生的气候

变化，即气候变化作用于生态系统，而生态系统又可以

反馈给气候变化，加快气候变化的进程，目前，青藏高原

地区的植被类型改变，植被退化是否正反馈于气候变化

（加快温室气体排放），还有待于评估。

青藏高原作为欧亚大陆最大的地貌单元，对全球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十分敏感，过去３０年里，极度退

化的高原草地生态系统释放大约３．０２Ｐｇ贮存碳［４］，

其中，土地利用格局改变、高强度土地利用方式、土壤

侵蚀、人类草地管理方式改变是系统碳源汇转化的重

要因素［５］。加之高海拔、低温的地理气候特征使得青

藏高原的植被和土壤对全球气候变化显得极为敏感，

因此，被称为全球变化研究的敏感区［６］。如此巨大的

土壤封存碳库与大气温室气体库频繁而又大量的发生

着气体通量交换，土壤产生与排放ＣＯ２，ＣＨ４和 Ｎ２Ｏ

等温室气体的过程，是陆地生态系统碳氮循环的一个

重要过程，是土壤碳氮库的主要输出途径［７］。据报道

青藏高原高寒草地年ＣＨ４吸收量被估计为０．２Ｔｇ［８］，

高寒草地是重要的大气Ｎ２Ｏ源，年Ｎ２Ｏ贡献量达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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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ｇ［９］，而ＣＯ２的年贡献量达４６．５Ｔｇ［１０－１１］。

青藏高原高寒草地面积为１．２８×１０８　ｋｍ２，是“世

界第三极”地区重要的碳库，对该地区生态系统的碳

源—碳库的平衡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１３］。据ＩＰＣＣ最

新预测，到２１００年全球气温将上升１．８～４．０℃［１４］。

利用２０１４年建立的青海省海北州皇城乡高寒草甸放

牧演替平台，研究高寒草甸退化过程中主要温室气体

通量特征及其关键影响因子，有助于人类理解青藏高

原高寒草甸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研究区地理位置

试验设置于青海省海北州门源县皇城乡，地理位置

Ｎ　３７°３９．０２３′，Ｅ　１０１°１０．６３８′，海拔３　２３０ｍ。年均温度

－１．７℃，最 暖 月 为 ７ 月 （９．８℃），最 冷 月 为 １ 月

（－１４．８℃），年均降水量６１８ｍｍ，主要集中在植物的生

长季（数据来自中科院高寒草甸海北定位研究站），该地

区代表性植被为高寒矮嵩草（Ｋｏｂｒｅｓｉａ　ｈｕｍｉｌｉｓ）草甸。

１．２　样地设置与样品采集

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０１７年９月进行草地温室气

体通量原位观测试验，样地设置于青海省海北州皇城

乡，根据植被生长状况，设置原生高寒草甸、轻度退化

高寒草甸、中度退化高寒草甸和重度退化高寒草甸。

于植物分布比较均匀，地形平坦地段进行试验，设置地

框进行静态箱温室气体采集。静态箱法测定温室气体

通量，采用５０ｃｍ×５０ｃｍ×５０ｃｍ的箱体，箱体外包有

白色塑料泡沫和白色纱布，不透明。植物生长季５～９

月，每月测定４次即每周进行１次，冬季每月测定２次

温室气体通量，于月中和月末进行气体采集。

放牧梯度试验区分别设置不同放牧强度的原生草

甸（ＮＭ）、轻度退化草甸（ＬＭ）、中度退化草甸（ＭＭ）和

重度退化草甸（ＨＭ）４个样地，放牧样地的总面积为

１３．３３ｈｍ２（表１）。本研究中４种不同类型高寒草甸

有机质、地上生物量、植被盖度采用样方法获得，活根

生物量、死根生物量采用跟钻法获得，全磷、紧实度和

ｐＨ数据从青海海北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定位站共享数

据库（ｈｔｔｐ：／／ｈｂｇ．ｃｅｒｎ．ａｃ．ｃｎ／ｍｅｔａ／ｍｅｔａＤａｔａ）申请

获得。

１．３　样品分析

气体测定采用气相色谱法（ＨＰ４８９０Ｄ，Ａｇｉｌｅｎｔ）。

检测器为ＦＩＤ离子火焰化检测器，分离柱为ＳＳ－２ｍ×

２ｍｍ×１３ＸＭＳ（６０／８０），检测器温度为２３０℃，分离柱

表１　样地基本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ｐｌｏｔｓ

放牧

样地

放牧强度

／（羊单位·ｈｍ－２）
样地概况

ＮＭ　 ３．６５ 草地类型为禾草－矮嵩草草甸，具有明显的片层结构，上层以针茅（Ｓｔｉｐａｓｐｐ．）和羊茅
（Ｆｅｓｔｕｃａｓｐｐ．）等禾本科植物为优势种，下层以矮嵩草等莎草科植物为优势种，禾本科植物
出现的频率和盖度高于莎草科植物；草毡表层厚度不高于５ｃｍ；放牧时间为每年３～５月
底；放牧家畜主要为藏系绵羊

ＬＭ　 ７．５０ 草地类型为矮嵩草草甸，草地片层结构较为明显，上层以针茅（Ｓｔｉｐａｓｐｐ．）和羊茅（Ｆｅｓｔｕｃａ
ｓｐｐ．）等禾本科植物为优势种，下层以矮嵩草等莎草科植物为优势种，矮嵩草植物的频度及
盖度高于禾本科植物；表层厚度５ｃｍ；放牧时间为前年的１２月至次年的５月底；放牧家畜
主要为藏系绵羊

ＭＭ　 １１．２５

草地类型为小嵩草（Ｋ．ｐｙｇｍａｅａ）草甸，演替所处阶段为小嵩草草甸草毡表层加厚期；草地
为单片层结构，禾本科植物出现的频率小，小嵩草等莎草科植物为优势种，并呈明显的斑块
化分布，小嵩草斑块边缘出现一定深度的裂缝，裂缝面积不超过样地总面积的５％，裂缝内
矮嵩草和禾本科植物分布较多；放牧时间为前年的１２月至次年的５月底；放牧家畜主要为
藏系绵羊

ＨＭ　 １３

草地类型为小嵩草草甸，演替所处阶段为小嵩草草甸草毡表层开裂期；草地为单片层结构，
禾本科植物出现的频率小，小嵩草等莎草科植物为优势种，并呈明显的斑块化分布，小嵩草
斑块中心区域存在大量空地，其上附着黑色或白色休眠或死亡的生物结皮，边缘裂缝宽度
较 ＭＭ样地大，裂缝交接处出现大量水蚀三角区，区域内偶有裸露底土层，裂缝面积在５％
～３０％；放牧时间为前年的１２月至次年的５月底；放牧家畜主要为藏系绵羊和牦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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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为５５℃。标准气中ＣＨ４浓度为２．２４μＬ／Ｌ，最小

检测限０．０８μＬ／Ｌ
［１４］。

１．４　计算公式

通量计算公式：

Ｆ＝ρ
Ｖ
Ａ
Ｐ
Ｐ０
Ｔ０
Ｔ
ｄＣｔ
ｄｔ

式中：Ｆ为温室气体通量，Ｖ 是静态箱内空气体积，Ａ
是静态箱覆盖面积，Ｃｔ是ｔ时刻箱内被测气体的体积

混合比浓度，ｔ是时间，ρ是标准状态下的被测气体密

度，Ｔ０ 和Ｐ０ 分别为标准状况下的空气绝对摄氏温度

和气压，Ｐ 为采样地点的气压，Ｔ 为采样时的绝对

温度。

１．５　数据处理

温室气体通量和土壤温度以及湿度的关系采用相

关性分析、不同草地温室气体通量间差异比较、逐步回

归分析和因子拆分采用Ｒ统计软件。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退化草甸甲烷通量特征

随着草地退化程度的加剧，草地甲烷吸收逐渐增

加，原生草甸、轻度退化草甸、中度退化草甸和重度退

化草甸样地甲烷通量分别为－４０．１±１２．３、－３７．８±

１１．６、－４５．１±１６．８和５６．７±１９．３μｇ／（ｍ
２·ｈ）。其

中，中度和重度退化草甸甲烷通量显著高于原生草甸

和轻度退化草甸（ＬＭ）（Ｐ＜０．０５），原生草甸甲烷吸收

能力和轻度退化草甸差异不显著。高寒草甸在退化过

程中甲烷吸收能力增加，其中，中度退化草甸甲烷通量

比原生草甸甲烷吸收能力增加４１．３％（图１）。

图１　不同退化高寒草甸甲烷通量

Ｆｉｇ．１　ＣＨ４ｆｌｕｘ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ｓ

注：误差线表示标准误，下同

２．２　不同退化草甸ＣＯ２ 通量特征

同时期的不同退化阶段高寒草甸ＣＯ２ 通量也与

甲烷通量变化相似，表现为生长季通量高，而休眠季

低。由于采用的静态箱法为暗箱，所以草地ＣＯ２ 通量

仅表示草地的呼吸能力。原生草甸、轻度退化草甸、中

度退化草甸和重度退化草甸４个样地的ＣＯ２ 通量分

别为２９４．５±６３．５、４００．１±５２．１、５１３．３±５３．７和

５２１．２±１１３．８ｍｇ／（ｍ２·ｈ），四者差别较大（图２），其

中，中度退化草甸ＣＯ２ 通量比原生草甸增加７６．９％。

但方差分析结果显示４个样地的ＣＯ２ 排放能力差异

不显著（Ｐ＞０．０５），可能是观测次数较少和休眠季差

异较小的原因。

对４种草地生长季ＣＯ２ 通量分析发现，原生草甸

ＣＯ２ 排放能力最低，中度退化草甸甲烷排放能力最高，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原生草甸甲烷排放速率显著低于中

度和重度退化草甸，中度退化草甸ＣＯ２ 排放量相比原

生草甸增加８１．２％。

图２　不同退化高寒草甸生长季ＣＯ２ 通量

Ｆｉｇ．２　ＣＯ２ｆｌｕｘ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ｓ

２．３　不同退化草甸Ｎ２Ｏ通量特征

同时期Ｎ２Ｏ通量观测值都为正值，相比甲烷和二

氧化碳其季节变化特征不明显（图３），而仅表现为

在生长季末有一个峰值。Ｎ２Ｏ的通量对于草地退化

图３　不同退化高寒草甸Ｎ２Ｏ平均通量特征

Ｆｉｇ．３　Ｎ２Ｏ　ｆｌｕｘ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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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响应更加明显。退化越严重草地 Ｎ２Ｏ 排放能力

越强。

原生草地、轻度退化草地、中度退化草地和重度退

化草地Ｎ２Ｏ通量分别为４７．２０±９．３、３５．１７±７．５、

５３．４０±１１．３和８７．０７±８．９μｇ／（ｍ
２·ｈ）。小嵩草开

裂阶段Ｎ２Ｏ排放能力显著高于禾草－矮嵩草阶段（Ｐ＜

０．０５），Ｎ２Ｏ排放能力增加了８４％。

在不同退化高寒草甸３种主要的温室气体通量都

大幅增加，相比禾草－矮嵩草阶段小嵩草开裂阶段甲烷

吸收能力增加４１．３３％，ＣＯ２排放增加７６．９％、Ｎ２Ｏ

排放能力增加８４％。

２．４　草甸生态系统要素对退化的响应

随退化演替的进行，高寒草甸自身构建属性发生

显著改变，有机质、活根生物量、死根生物量、地上生物

量、植被盖度发生显著变化，其土壤中有机质含量、活

根生物量、死根生物量总的变化趋势为先增加后减少，

有机质含量与死根生物量有较好的对应关系，但是死

根生物量在轻度退化阶段就表现出增加趋势，而活根

生物量直到中度退化阶段才表现出增加（图４）。高寒

草甸生物量和植被盖度在退化过程中先增加后减少，

图４　植被特征对于退化的响应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ｏ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原生草甸相比重度退化草甸其盖度减少５２±８．２％，

生物量减少１１．２±４．３％。

２．５　草甸关键变化对放牧的影响

通过试验分析，从分析的环境要素中选取了有机

质、５～１０活根、５～１０死根、０～５全氮、１０～１５全磷、

生物量、盖度、２０～３０紧实度和ｐＨ　１０个环境要素作

为主要的影响因子，与温室气体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

果显示，草地ＣＨ４ 吸收量主要由草地土壤紧实度、有

机质和盖度控制；草地ＣＯ２ 通量主要受全磷、盖度和

全氮控制，而草地 Ｎ２Ｏ主要受草地草地有机质、紧实

度和死根控制（表２）。

利用Ｒ语言中随机森林模型分析各环境因子、植

被属性对３种温室气体通量的影响大小（图５），结果

显示，草甸ＣＨ４ 通量影响较大的环境因素为土壤紧实

度和有机质，分别能解释４４．６％和２８．４％的总变异，

ＣＯ２ 通量影响较大的环境因素为紧实度和生物量，分

别能解释３６．１％和３２．８％的总变异，Ｎ２Ｏ通量影响较

大的环境要素为紧实度和有机质，分别能解释５０．１％
和２２．９％的总变异。草地紧实度是影响草地温室气

体通量的最为重要的环境因子，家畜的践踏作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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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主要温室气体影响因子逐步回归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ｅｐｗｉｓ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温室气体 逐步回归保留因子 回归方程 解释度

ＣＨ４ 吸收量 土壤紧实度、有机质、盖度 Ｙ＝５１．７７＋０．３２８紧实度－０．２６有机质－０．１１
盖度

ｒ２＝０．７４（Ｐ＜０．０１）

ＣＯ２ 通量 全磷、盖度、全氮 Ｙ＝ －１　６３５．８１＋２　７６７．９全磷－３．１５盖度＋
４３．７９全氮

ｒ２＝０．６６（Ｐ＜０．０１）

Ｎ２Ｏ通量 有机质、紧实度、死根 Ｙ＝１２６．８８－０．１４９ 有机质 ＋０．６０６ 紧实度
－０．００８死根

ｒ２＝０．８３（Ｐ＜０．０１）

图５　温室气体关键影响因子

Ｆｉｇ．５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ｆｌｕｘ

退化草地紧实度增加，进而引起温室气体通量的

改变。

３　讨论

３．１　放牧活动对草地的影响

土壤温室气体的源汇效应就是土壤中温室气体不

断产生与释放平衡的过程，凡是能影响ＣＯ２，ＣＨ４和

Ｎ２Ｏ的吸收和释放过程的均能影响土壤温室气体通

量［１４］，研究显示土壤微生物、土壤温度、土壤湿度、土

壤有机质、土壤ｐＨ、土壤氧化还原电势、土壤质地、土

壤透气性等均影响土壤温室气体通量［１５］。土壤微生

物主要类群有细菌、真菌、放线菌、藻类和原生动物等，

属于草地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温室气体排放与土壤

微生物、土壤养分密切相关［１６］，土壤中微生物呼吸作

用占据了土壤总呼吸的５０％［１７］。土壤中ＣＨ４吸收与

排放量大部分是其菌释放和甲烷氧化菌吸收及相互作

用的结果，８０％的土壤ＣＨ４通量是微生物的代谢活动

释放（吸收）的［１８］，青藏高原高寒草甸发现的土壤甲烷

氧化菌数量出乎意料的高，较华中地区高出一个数量

级［１９］。Ｎ２Ｏ通量与土壤中硝化细菌和反硝化细菌分

别进行的硝化作用和反硝化作用密切相关［２０］。在全

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ＣＯ２浓度的升高亦能改变根系

分泌或残体的组成和总量，并影响到土壤细菌、真菌、

放线菌等的数量［２１］，这是气候变化回馈土壤碳库的方

式之一。放牧活动对于草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试验

中草地构建属性相比草地土壤环境因子对于放牧更加

敏感，草地植被盖度、生物量、根系生物量在放牧压力

增加时很快就发生改变，而土壤环境需要３～５年的时

间甚至一些环境因子需要更长的时间才会发生改变，

因此，在探讨放牧对于草地温室气体通量变化影响是

必须考虑到草地的退化年限。

３．２　草地温室气体通量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试验中不同退化阶段的高寒草甸其ＣＨ４ 吸收速

率差异较大，而本研究所得ＣＨ４ 通量与先前关于高寒

草甸、高寒草原、羊草草原、大针茅草原差别不大［１４］，

但是研究中重度退化草甸相比原生草甸ＣＨ４ 通量增

加４１．３３％，且中度和重度退化草甸ＣＨ４ 通量要显著

高于先前大多数类型生态系统，说明放牧促进了草地

的甲烷氧化作用，草地的ＣＨ４ 吸收能力主要是来自元

甲烷氧化菌的作用，草地退化过程中一些环境条件的

改变，根据逐步回归分析和因子贡献拆分得知，草甸

ＣＨ４ 吸收能力影响最为重要的因素是土壤紧实度和

有机质，分别能解释４４．６％和２８．４％的ＣＨ４ 通量总

变异，土壤紧实度越大，ＣＨ４ 吸收能力越大，有机质是

影响甲烷通量的次要因素，随着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增

加，ＣＨ４ 氧化菌营养底物越多，所以甲烷氧化能力也

就增强了，而先前的研究对于草地影响因子的分析大

多都是温度、水分、土壤孔隙［２２］，草地土壤在退化过程

中温度变化不大，但水分逐渐降低，水分下降后通气性

增加，因此，可理解为草地甲烷吸收能力随通气性的增

加而增加，而试验却发现紧实度、有机质于草地ＣＨ４
通量影响最大，是对草地甲烷通量影响研究理论的一

种补充。草地生态系统呼吸在放牧作用下得到了促

６７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ＵＲＦ（２０１９）　　　　　　　　　　　　Ｖｏｌ．３９Ｎｏ．３



进，这一发现与Ｆｒａｎｋ等［２３］在北美混合草草原的研究

结果一致，即适度放牧增加了草地生物量，而研究采用

静态箱法监测草地呼吸，得到的呼吸作用使草地在暗

环境下的呼吸值，不包括植物的光合作用，中度干扰理

论认为适度的放牧会促进植被生长（ＣＯ２ 排放的最大

值出现在中度退化高寒草甸阶段）。Ｎ２Ｏ的通量主要

受土壤微生物的硝化作用和反硝化作用控制［９］，因此，

土壤中有机质含量多少起很大作用。原生草甸、轻度

退化草甸、中度退化草甸和重度退化草甸Ｎ２Ｏ通量分

别为４７．２０、３５．１７、５３．４０和８７．０７μｇ／（ｍ
２·ｈ），其

中，重度退化草甸Ｎ２Ｏ通量显著高于其余３种草甸（Ｐ

＜０．０５）。草地的Ｎ２Ｏ通量主要依赖于微生物的硝化

和反硝化作用［３３］，草甸的退化演替过程中，由原生退

化为轻度再到中度的过程草甸 Ｎ２Ｏ通量变化并不明

显，这种不明显的变化更加体现了草地退化过程中土

壤环境相对于植被变化的迟滞性，而草地在持续的过

渡放牧压力下，到达重度退化阶段后，Ｎ２Ｏ通量大幅

增加，能力相比原生草甸增加了８４％。高寒草地生态

系统土壤中有较高的根系密度和有机碳含量，其缓慢

的分解周速率［２４］，形成了一个大气ＣＯ２汇的功能。但

是近年来在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双重干扰下，天然

草地的碳汇作用被减弱甚至逆转为碳源［８］。研究目前

最有意义的发现就在于草地退化后期大量的草地封存

碳通过温室气体排放，但草地碳流失具体格局还有待

遇进一步研究，虽然草地退化增强了草地大气甲烷汇

功能，但是ＣＨ４ 的吸收远小于ＣＯ２ 和 Ｎ２Ｏ排放的增

加，所以草地退化使其由大气碳汇变为大气碳源。因

此，高寒草地只有在合理的利用下才能发挥其大气碳

汇的功能。

４　结论

不同退化程度高寒草甸，３种主要的温室气体通

量都大幅增加，相比禾草－矮嵩草阶段小嵩草开裂甲烷

吸收能力增加４１．３３％，ＣＯ２ 排放增加７６．９％、Ｎ２Ｏ

排放能力增加８４％。放牧活动对于高寒草甸的影响

首先表现在植被上，而土壤环境的变化比较迟滞，因

此，退化年限对草地温室气体通量影响较重要。草甸

ＣＨ４ 通量影响较大的环境因素为土壤紧实度和有机

质，ＣＯ２ 通量影响较大的环境因素为紧实度和生物量，

Ｎ２Ｏ通量影响较大的环境要素为紧实度和有机质。

草地紧实度是影响草地温室气体通量的最为重要的环

境因子，家畜的践踏作用使退化草地紧实度增加，进而

引起温室气体通量的改变。

参考文献：

［１］　Ｂｏｗｅｎ　Ｇ　Ｊ，Ｅｈｌｅｒｉｎｇｅｒ　Ｊ　Ｒ，Ｃｈｅｓｓｏｎ　Ｌ　Ａ，ｅｔ　ａｌ．Ｓｔａｂｌｅ　ｉｓｏ－

ｔｏｐｅ　ｒａｔｉｏｓ　ｏｆ　ｔａｐ　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ｇｕｏｕ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Ｊ］．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７，４３（３）：３３６－３４１．

［２］　Ｃｈｅｎ　Ａ，Ｈｕａｎｇ　Ｈ　Ｚ，Ｚｈａｎｇ　Ｚ　Ｎ，ｅｔ　ａｌ．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ｉ－

ｐａ　ａｌｉｅｎａ）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Ｊ］．Ｎｏｒ－

ｄ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２０１２，３０（５）：６３５－６３９．

［３］　Ｒｏｄｈｅ　Ｈ．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ｇａ－

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０，３２１：１２１７－

１２１９．

［４］　Ｇｅｎｘｕ　Ｗ，Ｊｕ　Ｑ，Ｇｕｏｄｏｎｇ　Ｃ，ｅｔ　ａｌ．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ｏｏｌ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０２，２９１：２０７－２１７．

［５］　Ｌａｌ　Ｒ．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４，３０４：１６２３－

１６２７．

［６］　田玉强，欧阳华，徐兴良，等．青藏高原土壤有机碳储量与

密度分布［Ｊ］．土壤学报，２００８，４５（５）：９３３－９４２．

［７］　Ｋｏｐｏｎｅｎ　Ｈ　Ｔ，Ｆｌｊｔ　Ｌ，Ｍａｒｔｉｋａｉｎｅｎ　Ｐ　Ｊ．Ｎｉｔｒｏｕｓ　ｏｘｉｄｅ　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ｉｌｓ　ａｔ　ｌｏ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ａ　ｌａ－

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ｍｉｃｒｏｃｏｓｍ　ｓｔｕｄｙ［Ｊ］．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

ｔｒｙ，２００４，３６：７５７－７６６．

［８］　Ｃａｏ　Ｇ，Ｘｕ　Ｘ，Ｌｏｎｇ　Ｒ，ｅｔ　ａｌ．Ｍｅｔｈａ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ｂｙ　ａｌｐｉｎｅ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Ｂｉｏｌｏ－

ｇｙ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８，４（６）：６８１．

［９］　Ｄｕ　Ｙ，Ｃｕｉ　Ｙ，Ｘｕ　Ｘ，ｅｔ　ａｌ．Ｎｉｔｒｏｕｓ　ｏｘｉｄ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ｗｏ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ｓ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Ｊ］．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ｉｌ，２００８，３１１：２４５－２５４．

［１０］　Ｋａｔｏ　Ｔ，Ｔａｎｇ　Ｙ，Ｇｕ　Ｓ，ｅｔ　ａｌ．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ａｎｄ　ａ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ｅｃｏｓｙｓ－

ｔｅｍ　ｏ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Ｃｈｉｎａ［Ｊ］．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１２４（１）：１２１－１３４．

［１１］　赵亮，古松，周华坤，等．青海省三江源区人工草地生态

系统ＣＯ２通量［Ｊ］．植物生态学报，２００８，３２（３）：５４４－

５５４．

［１２］　Ｋｒüｍｍｅｌｂｅｉｎ　Ｊ，Ｐｅｔｈ　Ｓ，Ｚｈａｏ　Ｙ，ｅｔ　ａｌ．Ｇｒａｚｉｎｇ－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ＰＲ　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１７２（６）：７６９－７７６．

［１３］　Ｋｕｍｂａｓｌｉ　Ｍ，Ｍａｋｉｎｅｃｉ　Ｅ，Ｃａｋｉ　Ｒ　Ｍ，ｅｔ　ａｌ．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７７第３９卷　第３期　　　　　　　　　　　草 原 与 草 坪２０１９年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ｅｄ　ｄｅｅｒ（Ｃｅｎｖｕｓ　ｅｌａｐｈｕｓ）ｇｒａｚｉｎｇ　ｏｎ　ｓｏｉｌ　ｉｎ　ａ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ａｒｅ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０，３１（１－２）：１８５．

［１４］　郭小伟，杜岩功，林丽，等．青藏高原北缘３种高寒草地

的ＣＨ４、ＣＯ２和 Ｎ２Ｏ通量特征的初步研究［Ｊ］．草业科

学，２０１６，３３（１）：２７－３７．

［１５］　李海防，夏汉平，熊燕梅，等．土壤温室气体产生与排放

影响因素研究进展［Ｊ］．生态环境，２００７（６）：１７８１－１７８８．

［１６］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Ｄ，Ｆｅｌｇａｔｅ　Ｈ，Ｗａｔｍｏｕｇｈ　Ｎ，ｅｔ　ａｌ．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Ｎ２Ｏ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ｉｔｒｏ－

ｇｅｎ　ｃｙｃｌｅ－ｃｏｕｌｄ　ｅｎｚｙｍ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ｈｏｌｄ　ｔｈｅ　ｋｅｙ［Ｊ］．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２７：３８８－３９７．

［１７］　易志刚，蚁伟民，周国逸，等．鼎湖山三种主要植被类型

土壤碳释放研究［Ｊ］．生态学报，２００３，２４（８）：１６７３－

１６７８．

［１８］　冯虎元，程国栋，安黎哲．微生物介导的土壤甲烷循环及

全球变化研究［Ｊ］．冰川冻土，２００４，２６（４）：４１１－４１９．

［１９］　Ｚｈｅｎｇ　Ｙ，Ｙａｎｇ　Ｗ，Ｓｕｎ　Ｘ，ｅｔ　ａｌ．Ｍｅｔｈａｎｏｔｒｏｐｈｉｃ　ｃｏｍｍｕ－

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ｏｆ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ｏｎ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ｉ－

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９３：２１９３－２２０３．

［２０］　方华军，程淑兰，于贵瑞，等．森林土壤氧化亚氮排放对

大气氮沉降增加的响应研究进展［Ｊ］．土壤学报，２０１５

（２）：２６２－２７１．

［２１］　苑学霞，林先贵，褚海燕，等．大气ＣＯ２浓度升高对不同

施氮土壤酶活性的影响［Ｊ］．生态学报，２００６，２６（１）：４８－

５３．

［２２］　郭小伟，韩道瑞，张法伟，等．青藏高原高寒草原碳增贮

潜力的初步研究［Ｊ］．草地学报，２０１１，１９（５）：７４０－７４５．

［２３］　Ｆｒａｎｋ　Ａ．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ｆｌｕｘ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ｅｍｉａｒｉｄ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Ｊ］．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２，３４

（９）：１２３５－１２４１．

［２４］　Ｈｉｒｏｔａ　Ｍ，Ｔａｎｇ　Ｙ，Ｈｕ　Ｑ，ｅｔ　ａｌ．Ｍｅｔｈａ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ｓ　ｉｎ　ａ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ｗｅｔｌａｎｄ［Ｊ］．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４，３６（５）：

７３７－７４８．

Ｓｔｕｄｙｏｎ　ｆｌｕｘ　ｏｆ　ｍａｉ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ｇｒａｚｉｎｇ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ＧＵＯ　Ｘｉａｏ－ｗｅｉ　１，ＤＡＩ　Ｌｉ－ｃｏｎｇ１，２，ＬＩ　Ｑｉａｎ１，ＬＩ　Ｙｉ－ｋａｎｇ１，ＬＩＮ　Ｌｉｖ１，ＱＩＡＮ　Ｄａ－ｗｅｎ１，

ＦＡＮ　Ｂｏ１，ＫＥ　Ｘｕｎ１，２，ＳＨＵ　Ｋａｉ　１，２，ＰＥＮＧ　Ｃｕｏ－ｊｉ　１，２，

ＤＵ　Ｙａｎ－ｇｏｎｇ１，ＣＡＯ　Ｇｕａｎｇ－ｍｉｎ１

（１．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Ｂｉｏｔａ，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Ｂｉ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Ｘｉｎｉｎｇ８１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３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ｕｎｄｅｒ　４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ｓ（ＮＤ，ｎｏｎ－ｄｅｇｒａｄｅｄ；ｌｉｇｈｔｌｙ　ｄｅｇｒａｄｅｄ，ＬＤ；ｍｏｄｅｒ－

ａｔｅｌｙ　ｄｅｇｒａｄｅｄ，ＭＤ；ｈｅａｖｉｌｙ　ｄｅｇｒａｄｅｄ，ＨＤ）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ｕｘｅｓ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ｃ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ｇａｓ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ｆｌｕｘ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４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ＣＨ４ｆｌｕｘ　ｗｅｒｅ　ｓｏｉｌ　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４４．６％ａｎｄ　２８．４％）．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ｓｏｉｌ　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ｆｏｒ　ＣＯ２ｆｌｕｘ（３６．１％ａｎｄ

３２．８％）．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ｓｏｉｌ　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５０．１％ａｎｄ　２２．９％）ｆｏｒ　Ｎ２Ｏ　ｆｌｕｘ．Ｔｈｅ　ｔｒａｍｐ－

ｌｉｎｇ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ｆｌｕｘ．Ａｎｄ　ａ　ｌａｒｇ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ｗａ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ｗａｓ　ａｔ　ｓｅｖｅｒｅ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８７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ＵＲＦ（２０１９）　　　　　　　　　　　　Ｖｏｌ．３９Ｎｏ．３


